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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剖析双边道德风险条件下创业合作决策对合作关系的影响作用机理，构建创业合作的一般性纳什（Nash）谈判博弈，设计服务协议约束下双方合作的中庸策略，基于促成合作的思想对双边道德风险条件下4种创业合作情境的异质性均衡进行比较分析，揭示谈判博弈情境对“三高”型创业者博弈收益的作用机理。实证研究发现：中庸或聚点策略对创业合作绩效及公正性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收益转移互助模式相比非合作预案模式，对创业合作绩效具有更为关键的正向推动作用。基于此，分别从谈判、博弈规则、信息与资源管理等方面提出最优化创业合作建议，以有效抑制双边道德风险，真正消除创业过程中的漠然状态，最大限度地促进创业合作关系，提升创业合作绩效，加快创业企业成长，更好地实现“三高”型人才创业企业的长期可持续性发展目标。以期从理论层面上铺垫并夯实双边道德风险条件下创业合作关系的基础，丰富创业组织间合作关系理论和不同谈判情境下创业合作收益分配模型；从实践层面上为当代我国“三高”型人才创业企业良性成长及合作管制给出科学指引、经验依据和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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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sect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ial cooperative decision on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deepl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bilateral moral hazard, constructs general Nash negotiation game for incubation and venture capital services, and designs moderate strategy under the constraint of service agreement. Based on the cooperative thought, the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four heterogeneity equilibrium of entrepreneurial cooper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bilateral moral risk, and discover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Nash negotiation game situation heterogeneity on "three high" talent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derate or focal point strategy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cooperation performance and the fairness of the cooperative community. Compared with non-cooperation predetermined precept under disciplinal measures, income transfer model is more incentive and has a more critically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entrepreneurial cooperation income.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optimal entrepreneurial cooperation decision sugges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negotiation, game rules,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etc,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curb bilateral moral risks, eliminate the indifference indeed in th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promote entrepreneurial partnership furthest,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entrepreneurial cooperation, accelerate the growth of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and realize the long-ter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of "three high" talent’s start-ups. This study aims to lay the groundwork and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cooper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bilateral moral hazard, enrich the theory of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profit distribution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cooperation under different negotiation situations; from the practical level, it gives scientific guidance, experience basis and strategy suggestion for the healthy growth and cooperation control of the "three high" talent start-ups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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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为聚焦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创新型省份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对高层次技术人才（high-level talents）、高素质经管人才（high-quality talents）、高技能实践（high-skilled talents）（以下简称“三高”型人才或“三高”人才）引进支持已成为我国各省份人才工作的重中之重。自2012年起，陕西省引进人才工作专项办公室组织实施了“百人计划”，为陕西省引进高层次、高素质、高技能人才；2017年年底陕西省重磅出台了“千人计划”“特支计划”和“三秦学者计划”[1]。江苏省在这方面更是走在全国前列[2]。本文遵照惯例，将“三高”型人才创立企业时间小于8年的界定为“三高”型人才创业企业（以下简称HLTS）。然而，处于高速增长的HLTS却非常脆弱，易受强势一方的在位者（成熟的大中型企业）攻击，尤其是在创办之初；另外，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科技的高速发展，对于HLTS快速应对市场变化、快速开发出新产品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为了提高HLTS的存活率，除了上述各种政策激励，更为活跃的商业支持也不断涌现。创业投资机构之间的业内联合不仅能为HLTS提供多元化的增值服务，而且将创投高风险加以分散，已是学界的新焦点。商业孵化器与科技投资机构的联姻，在促进“三高”人才创立新企业、防止创业失败、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创业领域方面更是非常有效[3-4]，二者形成的科技孵化投资机构（business incubation and venture capital，BI&VC）的最大优势在于为HLTS提供各类创业资源集聚的支撑平台，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知识成果产业化，促使高层次资本和知识资本增值[5-6]。赵黎明等[7]研究发现，孵化器若深度参与在孵项目的风险投资、与创投机构组建战略联盟，能全面系统考察创业项目，孵化器身份转变为创业利益相关者，会在创业合作中更加努力，产生道德风险的几率大幅降低。
虽然大量HLTS亟需享受到精准的孵化投资服务，跨主体合作对于创业成功的关键性已成共识，然而，现实中HLTS与BI&VC却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涉及已获得资源存量、智力资本要素投入规模、声誉、研发能力、知识创造能力等[8]。这种广泛存在的信息非对称性如果出现在契约生效后，就是双边道德风险现象，无论信息隐匿者有意或无意，信息强势一方无法克制其偷懒、“搭便车”或机会主义行为的自私企图，致使企业间信息流效率受损或信息流动受阻失真，最终破坏双方合作关系[9]。被隐匿的除了信息，还可以是经理人（代理人）的某种利己而有损全体所有者（委托人）的自私行为，行为的机会主义通常在HLTS与BI&VC合作之后。因此，系统地研究HLTS与BI&VC的合作决策显得极为必要，研究价值很高，具有现实紧迫性，有助于拓宽和丰富信息经济学视角下HLTS与BI&VC合作决策理论。

2  文献综述

纵观全球学术界，对道德风险下HLTS与BI&VC合作决策及合作收益分配的研究显得不足，虽有研究考虑了HLTS与各种BI&VC的单边道德风险，而罕有考虑双边道德风险的研究成果。HLTS与BI&VC合作的已有研究可主要归纳为合作关系、合作决策影响因素与合作博弈分析3个维度。

2.1  合作关系研究
HLTS与BI&VC合作关系的研究开始较早。从租金视角出发，基于有形及无形要素共同投入，研究多主体间排他性合作，发现双方势力决定了租金分享份额[10]；而且，“三高”合作有利于优化HLTS的转型重组能力、适应能力，提高信息流效率，加速高层次科技创新进程[11]。目前对HLTS参与的跨组织合作问题的研究稍显不足，主要有如Bostjan等[12]分析合作关系对成长绩效的传导路径，提出合作策略；Li等[13]从系统视角出发研究创业孵化投资生态系统的概念、价值，通过国内外比较，论证合作关系有利于创业成功；Daniel[14]基于理论研究，支持创业孵化投资生态系统的正效用论；边伟军等[15]从生态经济视角探索HLTS与BI&VC合作模式，并提出从种群质量、生态因子和群落边界等方面来加强创业合作关系。

2.2  合作决策影响因素研究

（1）BI&VC助推和支持HLTS参与创业合作。BI&VC能动参与HLTS创业项目是后者成功创业的强有力支撑，也能提升二者联盟的长期总收益[16]。Schwartz[17]指出BI&VC的经验积累、无形资产、创新平台、网络位置影响HLTS参与创业合作的水平和信心；Colombo等[18]揭示BI&VC所能为创业项目，诸如高级别人力资本对于BI&VC与HLTS在商业合作中实现联动发展是至关重要的。BI&VC的信息服务效率、知识含量、技术扩散溢出水平和网络嵌入性同样会影响HLTS深度参与高风险创业合作活动[19]。因此，知识密集型BI&VC扮演着中小型“三高”创业者的协同创新伙伴的关键性角色。Gruber等[20]认为，BI&VC具有不同类型的服务和生产要素以及核心商务能力对HLTS参与创业合作决策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因而影响双方创业合作关系强度和走势；余绍忠[21]也认为BI&VC掌控大量高等的服务和生产要素能被HLTS分享，因此HLTS参与创业合作的决策以及创业成功几率部分取决于BI&VC的资源支持力度；阎明宇[22]研究发现BI&VC与HLTS地理区域集中时，后者越倾向于参与创业合作，越有利于双方互动发展及融合共生；李浩等[23]检验BI&VC的知识技术要素对HLTS参与创业合作的吸引力和预期，发现在技术密集型创业项目中，契约合作机制更能促进双方融合发展与创新升级。BI&VC的投资目的和专业知识对HLTS参与创业合作决策意向有显著影响，尤其是BI&VC与HLTS面对探索性创业项目时，BI&VC在孵化及投资领域的专业知识优势能促使HLTS与其共同寻求长期交互式增长[24]。还有研究涉及到科技园区内的BI&VC集群是如何影响HLTS作出参与创业合作决策的[25]。

（2）影响HLTS参与创业合作决策的内部因素（即创业者自身因素）。HLTS在创业孵化生态系统中具有主体地位，因此创业者自身对于创业合作决策产生关键影响。HLTS不但要与外部组织协调发展，还要探索新技术新专利的市场前景。最新的研究显示，有些HLTS不擅于将高科技产品与本土科技市场对接或缺乏商业模式创新能力，则BI&VC与HLTS之间相互关联作用难以达成。Moutinho等[26] 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专利开发及运营能力的匮乏会严重影响甚至阻碍知识密集型创业者参与创业孵化合作的决策。Huang等[27]的研究也认为社会资本决定着HLTS与孵化组织之间的高级资源共享程度，该资源尤其对高科技创业孵化合作组织的成长壮大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但是杨震宁[28]研究发现，HLTS过度倚赖社会资本不利于创业团队与孵化投资组织之间的长期创业合作发展。杨敏利等[29]发现HLTS对创业服务机构的信任水平及其主导的跨组织信息流效率也是影响其自身参与创业合作决策的关键因素。易朝辉[30]还研究高精尖设备、基础设施投入等对HLTS与创业服务组织之间合作发展关系建构的重要性。邢蕊等[31]评价不同的创业导向在HLTS参与创业合作决策中的影响作用及其内在机理。对知识型创业合作发展关系同样起调节作用的是HLTS的自身学习能力及吸收能力[32]。除了学习能力，胡海青等[33]还实证发现BI&VC主导跨组织创业合作时，HLTS对各类商机的开发把握能力有助于提升孵化系统绩效，支持其自身能动地参与创业合作，是其作出合作决策的关键因素，拉动和牵引着HLTS均衡成长或创新成长。赵黎明等[34]认为“三高”创业者的商业声誉无形中对其参与高风险性创业协同合作起到了协调和激励作用，也关系到合作各方的中长期得益。杨洪涛等[35]提出关系文化对HLTS参与的创业合作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有积极作用，因此HLTS对其关系文化体系的设计构建、管理维护、更新改进、完善创新是“三高”创业者与孵化创投机构间合作关系管理的重要内容。

（3）其他影响BI&VC与HLTS创业合作决策的因素。除了主体交互影响以外，更多影响BI&VC与HLTS之间协作发展关系架构的其他要素或资源被陆续发现，比如Miyamoto[36]研究发现对创业项目实施科学严格的筛选程序对于日本HLTS与BI&VC构建成长型创业合作组织具有一定的贡献；杨勇等[37]研究发现公共扶持政策对于BI&VC与HLTS之间协作发展关系的滞后影响；王兆群等[38]检验了有效的网络化契约治理机制因素对BI&VC与高技术含量的HLTS之间形成创业合作信任的正效应，为BI&VC与HLTS协同联动关系构建中的彼此信任具有重要的补足作用。更多学者发现适宜的东道国外商投资环境[39]、有序健康的生态环境体系、包容性社会文化价值、良性的制度环境、强度适当的经济体制改革压力等对高科技领域BI&VC与HLTS之间联合发展的正向影响。部分学者等阐释了财税政策与“三高”人才创业合作决策之间的因果传导关系[40-44]。曲婉等[45]也发现早期政策介入与BI&VC和HLTS之间创业合作战略选择有紧密关系。余江等[46]发现数字平台将大幅降低了BI&VC与HLTS之间创业合作关系管理费用，方便了双方资源的充分流动配置，其开放模式极大地促进各种动态性HLTS与孵化投资服务机构的深度融合成长，还展望了数字创业时代政策因素对双方合作发展影响的趋势变化，认为构建和优化我国数字创业孵化生态系统是政府支持“三高”人才快速成长的重要工作。谢菲等[47]发现政府补贴在合作产出满足一定约束时才更有效，起到促进BI&VC与HLTS合作发展的作用，并设计了BI&VC的内部治理路径以规避孵化方和投资方的道德风险。段光等[48]揭示奖惩激励对知识共享的有用性，具体表现为中性调节作用及维持均衡的机理。结合本研究，BI&VC与HLTS创业合作决策依赖于信息能否跨组织跨层次顺畅共享流动，因此不难推知施加足够效度的奖惩激励对于BI&VC与HLTS创业合作动机激发、二者之间互动集聚合作效率提升及其联动发展进程提速是有益的。
2.3  合作博弈研究
HLTS与BI&VC合作的关键在于收益共享并合理分配，而双边道德风险迫使局中人动态调整或优化其合作博弈决策，进而对各方收益共享分配造成结构性影响。赵黎明等[49]挖掘孵化器构建区域性合作共同体的影响因素和稳定条件。黄紫微等[50]从SCP视角，吸收借鉴美国孵化器参与HLTS创业合作的成功经验及其孵化服务市场演化规律，对比研究我国商业性孵化器与公共性孵化器，发现新兴产业中HLTS亟需创新能力商业化表现，商业性BI&VC更适宜将其服务链条延伸至此类创业项目的早期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诉求是结构性创新升级，公共性BI&VC能担当该领域HLTS的变革合作伙伴；基于战略支柱产业的科技范式，公共性BI&VC与发展期HLTS合作效率最高，而对种子期创业人才的商业支持并非其强项；面向孵化服务市场及创投市场共生演化，商业性与公共性BI&VC只有清醒且准确地辨析其在HLTS发展周期中合作角色切换，作出恰当适时的创业合作决策，才是突破创业瓶颈、化解高科技商业化风险、助推HLTS成长的关键所在。即商业性BI&VC要牵引和激发产学研组织中科技先驱型HLTS参与创业合作决策，为其提供全过程、全方位的科技交易服务和孵化风投支持；政府要助推公共式BI&VC优先与控制科技轨道的科技创业企业家战略性联合，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落地转化及产业化延伸扩展。Heidl等[51]剖析创业合作共同体的解散根源，提出多边道德风险的规避方法。Szolnoki等[52]分析公共合作中惩罚背叛的作用。Schoenmakers等[53]解释公共性制裁对于维持高层次合作的作用，还揭示了公共性联合惩罚的演化性。Zhong等[54]设计了自动调整机制，发现即使背叛惩罚成本降低，大量局中人对合作共同体的贡献度依然很高。张涵等[55]认为信息不对称、投资风险不可控是退出创业孵化合作网络的根源。王忠等[56]提出了合作的变动收益份额法和共享信息激励法，旨在改善HLTS与BI&VC合作的信息流。张新立等[57]考虑创投能力和创投努力程度，探究信息不对称情境下两级创业投资合作决策问题，设计了针对创投中介机构的最优激励法，从而抑制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前人已经对HLTS与BI&VC合作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究，尝试了不少技术工具，但是在研究背景、情境设定、研究内容、样本甄别、合作主体异质性评判方面仍有不足之处。首先，HLTS和BI&VC合作格局受到它们选择博弈策略的进攻性或防御性的两维度组合，其复杂性源于双边道德风险，而目前的合作博弈研究在信息不对称下谈判格局方面的分析较为薄弱，利用经典型谈判博弈工具，结合多案例整理和定量实证方法来深入剖析HLTS与BI&VC互惠合作特性的研究仍然罕见。其次，现有这些博弈文献未考虑双边道德风险条件下HLTS与BI&VC构建合作体的现实谈判情境，以及起初约定好的合作规则或惩罚模式会对收益共享分配格局有怎样的影响，这直接决定并影响它们的合作创业黏性行为能否形成，也切实关系到合作绩效及其强度能否提升，以及合作总收益提升的潜在空间。再次，不少研究者分析HLTS-BI&VC间的合作博弈策略，虽然承认由服务-被服务关系向合作发展的必要性，但是未能探索更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合作触发事件及激励办法、合作的可选择模式和发展趋势等，也没有分析有分歧或争议严重时的合作决策问题。最后，前人的合作博弈研究止步于模型优化、影响因素辨析等，对于切实影响HLTS和BI&VC收益的谈判策略及决策选择却涉及得少。

受此影响，今后在该领域有继续值得挖潜和细化的研究空间。笔者意图对该领域的成果予以补足和创新。一是在研究对象选取上，本研究选取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苏南企业样本，包括当地国家级孵化器、创投机构和入孵的HLTS，凝练出样本企业双边道德风险的现实表现，扑捉样本对象在孵化投资合作博弈中的复杂谈判境况，在完全掌握苏南HLTS的创业风险以及HLTS与BI&VC的合作动机之后，对创业孵化投资合作绩效及其共享分配局面进行比较研究。二是在研究框架设计上，创业合作绩效是HLTS与BI&VC互动的产出，受到三方交互影响的作用，本研究不同于前人研究在维度上的单一性，而是考虑到谈判能力对创业合作收益分享具有根本性影响，运用基础性的纳什（（Nash））谈判博弈工具，从各方谈判分歧或孵化创投服务出现明显争议入手，考虑各方在合作中妥协的必要性，描述HLTS和BI&VC的竞合对策，确立各方谈判的公平性以及实用性原则，分别探究现有企业合作收益分配格局及其效用构造，并认为两种均衡解可以得到统一，按折衷原则来解决分歧争议，实现公平性以及实用性的整合创新，体现本研究的实践价值。三是在研究视角整合上，已有文献通常局限于仅仅考虑合作协议设计中绩效奖励分配的正激励或惩罚背叛的负激励，本研究认为二者其实不矛盾，合作奖励激励和非合作惩罚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可以统一起来考虑的，目的都是为了促进HLTS与BI&VC加深合作，它们在三方合作创业的全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或约束作用，且一定是借由某种特定的路径或因果链条而对局中人合作决策发生作用，因此本文有必要同时设定利他偏好下的收益转移规则（奖）及公平偏好下的非合作预案模式（罚），通过实证样本挖掘、证实并评定它们对合作方收益分配的差异化调节效应，进而深入分析并阐释它们对创业合作均衡的作用机理，最终论证互助与惩罚并举的创业合作决策思想及原则。

基于此，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设定为：以HLTS与BI&VC为研究对象，以合作激励和非合作惩罚的双重作用为研究视角，以公平性和实用性两个维度对现有的企业创业合作收益及其分配共享格局的影响为全文逻辑主线，开创性地构建以上述作用机理为根基的创业孵化投资主体间合作博弈模型；选取苏南企业为样本，分析它们通过合作孵化创投决策而扩大合作收益并实施利益争夺的实际效果，从而检验上述理论模型，并进而对比各种可行均衡解的公平性和实用性，验证合作激励和非合作惩罚在影响创业合作收益分配中的双重效用；最后设计孵化创投合作的激励或约束条件，为HLTS与BI&VC提供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和促进合作的对策建议和路径选择。

本文所研究的合作决策模糊了通常所指的企业个体间的合作，而是从创业相关主体间的资本转移、知识转移和信息流关系视角，把HLTS和BI&VC之间合作决策抽象为群体间合作决策。BI&VC处于结构洞位置，促进HLTS与大学、科研组织的产学研合作，以及HLTS与BI&VC的优势互补、利益共享。进一步的，BI&VC与政府的联络能促进HLTS与BI&VC资源有效转移和信息有序交互，在企业网络中共享创业资源。HLTS与BI&VC的合作关系及其交互决策体现了创业网络的发展水平，也影响到孵化网络和创投网络运营的可持续性。考虑到双边道德风险对创业合作决策的影响及干扰，最终扰动合作关系，故可将其传导路线描述如图1所示，这也正是本文研究双边道德风险条件下合作决策对合作关系影响的作用机理及其因果链示意图。
图1改正：调整“信息沟通共享”图框，“享”字独字不能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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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双边道德风险与创业合作决策、合作关系的作用机理

因此，相比已有文献，本文的研究内容具有特色，重在思想创新、实践指导、政策咨询。重点研究能够抑制HLTS和BI&VC的双边道德风险的协同合作决策最优化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合作创业关系优化路径，揭示异质性合作情境对合作关系、收益分配及其“三高”型人才创业成长绩效的作用机理，为HLTS与BI&VC的合作协议设计创新、跨组织创业孵化及创投资源的大范围共享的后续研究提供启示参考，对指导BI&VC服务效能提升和HLTS长期稳健成长具有实践意义，还为我国创业孵化及创投产业突破式发展提供政策制定及实施推进依据。

3  非零和博弈模型分析

本文拟运用纳什谈判博弈研究HLTS与BI&VC合作策略优选，深层次阐释创业孵化投资的竞合格局的形成特性；接着设计收益转移的激励规则及非合作预案的惩罚方式，以促成共赢互利式企业间合作创业行为，并通过实证手段来验证这两种模式如何影响HLTS与BI&VC的合作策略选择以及它们的合作收益分配结构。【研究背景和文献综述结论中已有阐述，不需赘述】
3.1 创业孵化投资服务博弈假设及前提条件

如果HLTS与BI&VC都清楚涉及纳什谈判博弈的一切相关信息，并有能力据此博弈构造作出完整的推论，那么就称该谈判博弈中的局中人是智能的。本文假设纳什谈判博弈中的局中人——HLTS与BI&VC都是智能的。

假设促成创业孵化投资服务有两种方式，一是谈判成功，二是第三方仲裁。无论如何，局中人的收益或者是双方谈判/仲裁不成功时的收益，或者是谈判/仲裁成功时的可行收益。其实，可以从公平与效率的角度来理解该假设，前者影响着无协议时的收益分配，后者决定着其他条件下的收益分配。

3.2  博弈模型构建

在Nash[58]的谈判博弈框架下，HLTS是被服务方，希望降低孵化服务费用和创投资金成本，同时深度嵌入孵化创投网络等；而BI&VC作为服务供给方，企图在服务HLTS的过程中攫取高利润，双方谈判达成协议并不容易。定义（F,v）为该谈判问题，F为有界、闭凸且可行的，指创业孵化投资服务的收益集，实向量v是在谈判过程中意见分歧时的双方收益，v=( v1,v2)，v1、v2就是HLTS、BI&VC的收益。
令：Φ(F,v)代表（F,v）的某种均衡矢量，Φi(F,v)是局中人i的收益，则Φ(F,v)=(Φ1(F,v),Φ2(F,v))。

x=(x1,x2)，x1指HLTS在接受一次孵化投资服务后的创业收益，x2是BI&VC的服务收益，设非空条件成立，F∩﹛(x1,x2)| x1≥v1, x2≥v2﹜≠Φ，其含义是只有HLTS与BI&VC开展合作，结果才最优，即合作比不合作好。y=(y1,y2)，y、y1、y2与x、x1、x2的含义相仿，假设它们发生服务-被服务关系只有两种：x或y。θ是x的实现概率。

HLTS和BI&VC的纳什谈判博弈Γ=(﹛1,2﹜,C1,C2,u1,u2)，Γ专指博弈情境，包括博弈主体及代号、HLTS的创业策略及BI&VC的服务策略(C1,C2)以及各自博弈收益(u1,u2)。
（1） 服务协议起约束作用。

公式内的括号改为正体，且注意全文各参数及运算符号等统一字级（五号）
F=﹛(u1(μ1),u2(μ2))|μi∈Δ(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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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u1为HLTS在服务协议作用下的博弈收益，是其策略代号μ1及其创业策略c的函数，u2、μ2对应于BI&VC；Δ(C)代表局中人策略的变化集。μi取决于c：创业企业选择创业策略0，则μ1=0；若选择创业策略1，则μ1=1。BI&VC亦然。

（2）考虑道德风险。

F*=﹛(u1(μ*1),u2(μ*2))﹜                                                          （2）
μ*作为Γ的均衡点，可能有3类：

第一类，聚点。因为该谈判博弈不存在帕累托上策均衡，所以双方似乎会理解彼此的决策，也许是出于共同的习惯、规范、文化、商业环境、创业经历、风险认知、思维模式等，从而“三高”型人才创业非零和博弈局中人选择策略集(σ1,σ2)，得到一个聚点。那么，就有vi=ui(σ1,σ2)，σ1、σ2分别为道德风险条件下创业企业及BI&VC的聚点决策，ui(σ1,σ2)就是聚点出现时双方的博弈收益。

第二类，规避事后后悔。若考虑道德风险，双方企业虽然都能偷懒或谋取私利，但是不利于长期合作双赢，损人利己者定会后悔。求得双方的最小化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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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三类，事前准备非合作预案。需要再求v，算法会有变化。

3.3 谈判博弈的一般均衡分析

HLTS与BI&VC都会关注自身的博弈收益，利益之争会引致各方谈判分歧或孵化创投服务出现明显争议，考虑各方在谈判中妥协的必要性，分别从公平性和实用性两个维度探究它们的博弈收益及效用构造。

（1）公平性。令x*11- v1= x*12- v2，求出公平解。
（2）实用性。HLTS妥协；而BI&VC不妥协，向HLTS索取高的服务价格，BI&VC的获利能抵补HLTS的高费用。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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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出实用解。取：
L(y)=(λ1×y1+γ1,λ2×y2+γ2)    任意y∈R2
                                    （4）
 L(y)是对创业孵化投资服务博弈方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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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两种均衡解可以得到统一，按折衷原则来圆满地解决HLTS与创业孵化投资机构在谈判或服务中频繁出现的分歧或服务争议，这显然更具有实践导向性。提高λ1，同时减小λ2，公平解L(x*1)的收益结构会变化：BI&VC的收益会减小，而创业企业的收益会提高；而实用解L(x*2)的变化完全相反。当且仅当x*1=x*2时，可得到唯一的λ1和λ2，此时就是公平与实用兼顾下的中庸解。

4  收益转移促使“三高”人才创业服务转向合作创业

收益转移意味着HLTS或BI&VC能转移其博弈收益给对方或其他主体，甚至放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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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HLTS、BI&VC和接受被转移收益的其他主体的总数，令
[image: image9.wmf],,

ii

iNiN

NCu

ÙÙÙ

ÎÎ

ìü

æöæö

íý

ç÷ç÷

èøèø

îþ

Γ

【统一参数字级为五号】表示此时的新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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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包括收益转移策略的新策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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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收益转移后的博弈收益。

对于HLTS和BI&VC、
[image: image12.wmf]N

iii

CCR

Ù

=´

、RiN通过右乘将决策集Ci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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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不但保留了局中人i的原先决策，还增加了收益转移决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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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xj=(xj(k))k∈N，局中人j将收益转移给局外人k，故k≠j，xj(k)是转移量；xj(j)是j放弃的收益。假设局中人具有风险中性，则可行集满足：
F′=﹛y∈R2|y1+y2≤v12)﹜                                                          （6）
v12是创业企业和BI&VC的收益转移上限。在创业孵化投资合作协议作用下，可列出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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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C)为局中人合作策略的匹配集，合作策略匹配的代号是μi。根据中庸解的性质和式（5），肯定有：λ1=λ2；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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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界。可列式：Φ1(F′,v)-v1=Φ2(F′,v)-v2，Φ1(F′,v)+Φ2(F′,v)=v12，这样就有了双边道德风险条件下受到收益转移作用的合作创业均衡解：

Φ1(F′,v)=1/2×(v12+v1-v2)
Φ2(F′,v)= 1/2×(v12+v2-v1)                                                        （8）
5  非合作预案确保创业企业和孵化投资机构间合作均衡
由式（7）可见，谈判博弈均衡下HLTS的收益Φ1(F,v)是BI&VC在谈判或创业服务过程中意见分歧时收益v2的线性减函数，可推知：HLTS的博弈均衡收益受局中人谈判意见分歧时HLTS对BI&VC服务收益的压低效果的影响。各方都努力争取意见分歧时的自身收益，只好在谈判博弈中选择漠然于企业间合作或干脆非合作的消极思想和立场。

在HLTS和BI&VC谈判服务方案之前，都有机会在Δ(Ci)中选择非合作预案τi，抑制对方可能的意见分歧，对机会主义者也是一种很大的压力。若创业孵化服务谈判很艰难且迟迟未果，HLTS和BI&VC就有权动用其τi。意见分歧时的博弈收益将是(u1(τ1,τ2),u2(τ1,τ2))。wi(τ1,τ2)是主体i在意见分歧时的博弈均衡收益，列式为：wi(τ1,τ2)=Φi(F,(u1(τ1,τ2),u2(τ1,τ2))) 。
假定：w1(τ1,τ2)≥w1(σ1,τ2), w2(τ1,τ2)≥w2(τ1,σ2)，任意σ1∈Δ(C1)，任意σ2∈Δ(C2)。

非合作预案模式下，谈判博弈表示为：Γ*=(﹛1,2﹜,Δ(C1),Δ(C2),w1,w2)。

图2描绘了可行支付组合集F，给出任意HLTS的BI&VC产生分歧的v（图中某一个点）。考虑“三高”人才创业合作问题(F,v)，创业者和孵化创投方达成协同状态后，双方均衡支付组合就是图中穿过v的射线与有界的F的交点，即落在闭集的边缘。高学历创业团队（博弈方1）偏好这样的默然式预案τ1，经过v的射线越靠右侧越对自己有利，使得交点尽可能右偏，创业者均衡收益能提高；博弈方2的孵化创投组织则偏好另一种冷漠式预案τ2，穿过v的射线与有界的F（图中圆圈形状）的交点越高越好，使得孵化服务提供商和创业投资基金公司获取最大的三方创业合作均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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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漠然于企业间合作的高学历人才创业收益组合可能
再根据收益转移研究结论，漠然于企业间合作的高学历人才创业情境下，F的最可能界限是和纵轴以及横轴同时交角135度，图2中就会表现为形成了斜率为-1的闭凸集边界线，那么穿过v的射线与该边界线保持垂直才可能是博弈各方最终势力争斗的均衡结果，图2中会出现一系列斜率为1的射线。因此，不难求出漠然于企业间合作而提前选择非合作预案的高学历人才创业合作博弈均衡解，此时均衡收益为：w1(τ1,τ2)=1/2×(v12+ u1(τ1,τ2)-u2(τ1,τ2))，w2(τ1,τ2)=1/2×(v12+ u2(τ1,τ2)-u1(τ1,τ2))。求w1(τ1,τ2)、w2(τ1,τ2)的关键是求u1(τ1,τ2)-u2(τ1,τ2)、u2(τ1,τ2)-u1(τ1,τ2)。如果创业孵化投资合作共同体成员能彼此间转移其博弈收益，(τ1,τ2)就是另一个谈判博弈Γ**=(﹛1,2﹜, Δ(C1),Δ(C2),u1-u2,u2-u1)的非合作策略。Γ**的特点就是对方企业只是敌人。矩阵构成上，Γ**是Γ的差分变化，即Γ**的创业收益是Γ的创业收益与孵化投资服务收益的差。BI&VC亦然。
6  实证分析

6.1 合作博弈变量设计

为了验证双边道德风险下3种创业孵化投资合作安排（寻求聚点、收益转移、非合作预案）的可行性，并将其与中庸解加以对比，给出合作设计的建设性意见。拟选择国家级科技孵化器、创投机构和入孵的HLTS实施博弈支付矩阵的赋值问卷调研，如表1所示，问卷阐释孵化投资合作成员的对策选择，由填写问卷者对4种收益组合给出估值。攻防区分很简单，以HLTS为例，实施攻（a1），则创业风险较高，BI&VC选择一致策略（a2）与分歧策略（b2）时的创业收益差肯定高于实施防（b1）；对于BI&VC亦然。
表1  “三高”人才与创业孵化投资服务机构的合作博弈矩阵
	博弈策略
	BI&VC的策略C2

	
	一致a2
	分歧b2

	创业企业的策略C1
	攻a1
	（攻，攻）
	（攻，防）

	
	防b1
	（防，防）
	（防，攻）


6.2 确定实证对象

据统计，2017年11月我国有国家级孵化器863个，其中江苏省155个，比例近两成，而苏南的国家级孵化器又占江苏省近七成，极具特色[59]。因此，本研究拟采用问卷调研方式收集苏南创业企业样本及BI&VC样本数据以实施实证研究。

笔者曾对常州科技镇长团（第六批）展开长期持续调研，经该组织内若干资深成员的积极推荐和帮助联络，笔者接触到一定数量的代表性企业，包括当地国家级孵化器、科技创投机构和入孵的HLTS，发现存在与本文研究对象基本相仿的样本对象可供抽取调研，比如创业企业在与孵化创投机构的合作博弈过程中，曾有明显意见分歧。

其次，本研究在前期摸底时还发现，HLTS为了促使创业合作顺利进行，派出中层和业务骨干参与孵化创投服务过程，善用孵化资源和网络，愿意转移其创业收益，积极地与BI&VC合作完成新市场拓展，这符合本文的利他偏好假设下的收益转移规则；同时，HLTS骨干团队及企业家大多数都表示，营造愈加良好的收益转移环境，越能强化创业孵化投资合作组织的凝聚力与跨组织合作粘性，加大合作创业共同体的核心成员间的创业资源及孵化创投资源共享，凸显HLTS和BI&VC在企业间合作中的自我效能感，推动创业孵化投资合作体系长期可持续发展。

再次，如果BI&VC对HLTS有不当的要求，作出攻击，创业企业就可以动用非合作预案作出防守——撤换BI&VC及撤回外派人员；另一种情形是，BI&VC害怕新产品、新技术失败而选择消极的服务策略，对HLTS的相应支撑较弱，作出防守，则HLTS就可以动用非合作预案作出攻击，独自承担完成创业项目，宁可冒高风险，一旦创业成功，BI&VC因贡献小而分得收益微小。这符合上文设计的非合作预案模式及其策略τi在创业合作中的当下现实体现和具体映照，可见其并非空想的创业合作决策前置条件设计。同时，HLTS骨干团队及企业家基本上赞同，非合作预案通常未必付诸现实，但是合作契约中保留该条款，有助于增强HLTS与BI&VC之间的全方位创业合作，维护和巩固双方在合作组织中的存在感，促进该区域的整体孵化服务水平和HLTS的经营水平，提高HLTS与BI&VC的合作组织核心竞争力。

因此，本研究拟对各种合作均衡展开数据对照评价、原因剖析阐释、演化路径追溯，以为多方合作的合理化决策设计提供指导。

6.3 样本企业选取原则
结合以上前期预调研，本研究的样本企业选取原则可概括为5点：
（1）BI&VC与HLTS曾经保持意见分歧。孵化器、科技创投机构和入孵的HLTS在合作博弈过程中曾有明显意见分歧，HLTS是被服务方，希望降低孵化服务费用和创投资金成本，同时深度嵌入孵化创投网络等，而BI&VC作为服务供给方，企图在服务HLTS的过程中攫取高利润，双方谈判达成协议并不容易。双方在谈判过程中保有适度的意见分歧并非坏事，这能客观地反映双方的经济人特性，也便于本研究后续采集它们在谈判过程中意见分歧时的不同收益。

（2）HLTS愿意转移创业收益给BI&VC。HLTS为了促使创业合作顺利进行，派出中层和业务骨干参与孵化创投服务过程，善用孵化资源和网络，愿意转移其创业收益，积极地与BI&VC合作完成新市场拓展。这符合本文的利他偏好假设下的收益转移规则，也便于本研究后续采集它们在收益转移规则发生作用时的不同收益。

（3）创业合作契约存在非合作预案条款。HLTS与BI&VC之间的合作契约存在非合作预案条款，如果BI&VC对HLTS有不当的要求，作出攻击，创业企业有权动用非合作预案作出防守——撤换BI&VC及撤回外派人员；BI&VC害怕新产品开发(NPD)项目失败而选择消极的服务策略，对HLTS的相应支撑较弱，作出防守，则HLTS有权动用非合作预案，作出攻击，独自承担完成创业项目，宁可冒高风险，一旦创业成功，BI&VC因贡献小而分得收益微小。这正是上文设计的非合作预案模式及其策略在创业合作中的具体映照，也便于本研究后续采集它们在非合作预案规则发生作用时的不同收益。

（4）全面覆盖苏南地区5市。本次调查全面覆盖江苏省苏南地区5市的国家级孵化器、科技创投机构和入孵的HLTS，以确保所得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也便于提升本研究成果在更大地域范围的应用可能及推广价值。

（5）确保中高层管理者和少量技术骨干配合调研。调研选取的企业务必能确保中高层管理者和技术骨干积极配合研究者提供问卷填写与数据采集，即本次调查选择创业企业、孵化器和投资机构中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和少数技术骨干作为调查对象，他们所掌握的相关经营策略及收益信息较为全面、真实和可信，完全可以更加准确地对本研究的各种博弈策略及支付参数作出评价和赋值，否则技术人员过多参与样本调研可能引起明显偏差，也就可能被研究者作为无效调研对象而予以剔除。原因有四：

首先，本文研究的是4个变量（HLTS的创业策略、BI&VC的服务策略、各自博弈收益分配）之间的关系，调查对象必须对上述4个变量都有清晰的认知才能完整填写并有效回答调查问卷，如果有其中2个变量（HLTS的创业策略、BI&VC的服务策略）从技术人员的视角难以有效捕获，将严重影响样本数据的完整性，其余两个变量（HLTS在合作创业博弈中的收益分配、BI&VC在合作创业博弈中的收益分配）即使有技术人员参与并掌握完全信息，也无法成为本文的有效样本。
其次，本文调查样本以企业管理人员为主，是因为管理人员所掌握的信息和数据来源于一线员工的反馈，不仅包括技术（研发）人员，还包括了生产人员、运营人员和营销人员等，反映的是一个综合数据集，更能反映企业的整体情况，而HLTS的创业策略、BI&VC的服务策略以及各自博弈收益4个变量正是探讨创业企业整体层面的商业合作问题，因此企业管理人员反馈的数据可靠性更强。

再次，企业资源配置的决策权在管理者手中。攻防创业策略作为资源配置的导向，往往取决于企业管理者，虽然执行层面的确需要技术人员参与产品研发创新，但是在不同新产品开发项目之间企业有限的资源如何配置、投入占比具体是多少，管理人员更加清晰，资源的外部探索、利用和配置，以及BI&VC的外部服务支持策略及资源供给差异更是如此。

最后，HLTS与BI&VC在合作创业博弈中的收益分配，包括市场收益和财务收益，这些数据属于企业的经营数据，在一定时期内属于商业秘密，往往集中于企业管理者手中，比如利润率、营收增长、不同资源配置所对应的风险等，而技术人员往往通过研发投入、产品销量等大致了解新开发产品的商业化程度及估计市场份额，但对企业经营中具体的利润率、营收增长、资源配置等影响创业企业合作收益的指标信息往往掌握不充分，因此对HLTS与BI&VC整体博弈收益水平及其构成的认知和掌握可能存在偏差，或“盲人摸象”的情况时常发生。

6.4 样本企业选择过程

基于常州科技镇长团该成员的广泛联系，本文合理利用常州官方提供的第六批科技镇长团工作通讯录，圈定当地国家级孵化器10家及136家入孵的HLTS为预调研对象，一对一地发出纸质或电子调研问卷146份，纸质问卷发放采取现场、委托他人的方式，电子问卷采取邮件、微信等方式，邀请每家孵化器或每个创业企业只填一份合作创业博弈赋值问卷即可。剔除无效问卷，比如回答不完整、网上提交时间很短、规律性作答等，共收回134份，筛选出有效问卷130份，问卷预调研效率很高，达89.0%。

接着，该成员因第一年挂职业绩优异再次入选该地区第七批科技镇长团，还利用当地政府提供的科技镇长团工作通讯录，联络更大范围的在任的115位苏南团友，本研究的正式调研对象因而扩大为宁、苏、锡、镇江的国家级孵化器40家及入孵的271家创业企业，仍然逐一地发出纸质或电子调研问卷311份，共收回288份，筛选出有效问卷283份，问卷正式调研有效率依然很高，达91.0%。

至此，作为创业/孵化创投合作组织核心成员企业，创业企业和国家级孵化器的总样本数为457家企业，在一对一方式下，通过预调研和正式调研，共发出博弈支付矩阵赋值问卷457份，收回422份数据，获取有效调研数据413份，有效回收率90.4%，总体信息统计见表2所示。

表2  样本企业信息结构

	项目
	属性
	数量/家
	比例
	类别
	属性
	数量/家
	比例

	企业成立时间/年
	≤2
	60
	14.53%
	所在地区
	常州
	130
	31.48%

	
	＞2～4
	117
	28.33%
	
	南京
	100
	24.21%

	
	＞4
	236
	57.14%
	
	无锡
	55
	13.32%

	员工规模/人
	<50
	209
	50.61%
	
	苏州
	74
	17.92%

	
	50～100
	117
	28.33%
	
	镇江
	54
	13.08%

	
	≥100人
	87
	21.07%
	所在行业
	互联网服务
	162
	39.23%

	企业性质
	个体独资
	70
	16.95%
	
	金融服务
	71
	17.19%

	
	联营
	172
	41.65%
	
	文化教育
	61
	14.77%

	
	有限责任公司
	115
	27.85%
	
	零售贸易
	53
	12.83%

	
	股份有限公司
	56
	13.56%
	
	休闲娱乐
	66
	15.98%


6.5 样本企业调研全过程

为彻底摸清高素质人才创办的HLTS与高级别的国家孵化器和创投机构的合作情况，本研究循序渐进，无遗漏地覆盖全部样本企业，根据详尽的调研方案，收集这些组织的实情、孵化投资服务合作动机及已有进展、服务协议执行总结等，结合局中人对创业孵化投资合作局势的经验研判，探究创业合作博弈的收益构造，印证上文理论部分。

（1）第一阶段，2017年7－10月，历时4个月，访谈样本企业管理者、技术带头人等31人，了解创业合作动因、HLTS与 BI&VC的意见分歧程度、严重分歧时处理办法、服务协议中的非合作惩罚条款、合作创业对总收益的影响等。

（2）第二阶段，2017年11月－2018年2月，再用4个月时间进行问卷调研，主要发放给跨组织合作中的重要岗位或三方组织的业务部门经理，请HLTS和BI&VC管理层对两类策略——进取/防守以及合作创业两类关系进行量化度量。在作出数据保密承诺的基础上，由样本公司管理层人员提供它们在两类关系中的差异化收益、互惠力度，再综合之前笔者于2016年1－6月对在陕创业企业、孵化创投组织和对部分陕西省高校的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的电话或现场调研资料，对问卷中已填数值加以甄别、判定、过滤，这样就大致能保证本研究案例的博弈模型中双方绩效的可信性和现实性，以逼真地模拟HLTS与BI&VC互惠合作行为下的关键决策变量，这也正是本文以下算例分析的重要数据源。

（3）从科学严谨的态度出发，有必要验证前期调研所得数据，测度出其效度、信度是否都能达标。第三阶段，2018年3－9月，最后历时7个月，搜寻HLTS-BI&VC合作中重要人员并再次约谈，约谈主题有：创业合作类型、创业合作关系价值、创业合作动态演化性、孵化创投服务特征及价格变动性、合作管理办法及费用、合作总收益的再评估、创业合作策略；约谈结束之际，研究者和企业人员共同探讨创业孵化创投合作的发展趋向。接着，查阅各方存档资料，包括BI&VC的运营水平、HLTS财务绩效、孵化创投服务管理制度及实施情况、创业合作的管理制度、历史合作记录、外部报导等。

6.6 博弈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调研完成之后，归结出经过检验的高效度、高信度的创业合作博弈收益。考虑到问卷设计中的各个调查项目对于不同样本企业可能数值差异较大，为了更好地摸索我国HLTS-BI&VC由简单服务行为向合作创业扭转的规律，需要对以上两阶段调研数据或估值实施归一化。具体的操作过程为：基于对本算例选取的样本企业间互惠合作的大批问卷数据的挖掘和梳理，调试并确定恰当的比例缩小全部以货币度量的收益分配数据，由双方企业所决定的相关参数的取值见表3所示，这些数都是根据半结构化调研和问卷调查，并对HLTS-BI&VC共赢式运营的现实数据处理后的结果。鉴于归一化的需要，这里的数值是无量纲的，不带有任何实际货币单位。经简单测算后，这些数值组合恰恰能满足上文所述双边道德风险分析的若干个均衡点的成立条件，非常适于进行下文的算例研究。即本文的HLTS-BI&VC合作实证的定量调研能够支持及符合合作创业博弈数值计算设计要求，被科学地、可信地转换过的数据或估值完全具有数值计算可用性，代表作用相当强。

表3  样本HLTS-BI&VC间合作的收益分配博弈参数
	博弈策略

	BI&VC的策略C2

	
	a2
	b2

	HLTS的策略C1
	a1
	10，0
	-5，0

	
	b1
	0，-10
	0，20


考虑道德风险，下面求该谈判博弈均衡。

（1）两个聚点：Φ(F,v)=(0,20)或Φ(F,v)=(10,0)，HLTS与BI&VC只是服务-被服务关系，无合作。BI&VC出高价，提供全过程创业扶持，独揽创业活动的全部利润20，而HLTS彻底被动依赖BI&VC的资源和网络，无收益。还有可能是，HLTS独立完成创业项目，完全不需要BI&VC的帮助，其成功后独享博弈收益10，BI&VC无所作为，因此没有收益。

（2）考虑收益转移规则。求出HLTS在意见分歧时的收益：v1=0，HLTS和BI&VC的策略选择是(b1,b2)，BI&VC出高价提供孵化投资服务，这使HLTS不能接受，双方分歧大；v2=0，也是意见分歧时，(a1,b2)意味着BI&VC胆怯于创业风险而加以防守，对HLTS的资源和网络支撑很弱，HLTS与之看法完全不同，作出攻击，宁愿冒险也要推进新技术创业。根据v12=20，可得Φ(F,v)=(10,10)，收益转移规则下HLTS与BI&VC之间的合作收益分配最为公平。

（3）中庸式合作。调研发现HLTS保持风险中性，效用与收益具有线性关系，但BI&VC不是创业行动的主角，厌恶风险，偏好稳健及不亏损，其效用值是其收益的平方根。根据v=(0,0)，且HLTS必是攻方，双方创业项目总收益为10，见(a1,a2)，可知：F=﹛(y1,y2)|0≤y1≤10,0≤y2≤(10- y1)1/2﹜。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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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合作博弈的中庸解，结果是：HLTS的收益为y1=20/3，BI&VC的收益为y2=10/3，双方效用为(20/3, (10/3)1/2)=(6.667,1.826)。可见，只敢冒低风险的BI&VC收益也小。

若考虑线性变换：λ1=1,λ2=(40/3)1/2=3.651,用3.651×(10- y1)1/2替代(10- y1)1/2，将其当作BI&VC的效用，那么“三高”人才合作情境下创业服务问题表示为(G,(0,0))，新可行集类似地加以表示为：

G=﹛(y1,y2)|0≤y1≤10,0≤y2≤3.651×(10- y1)1/2﹜                                    （9）
再算双方效用是对等的，即(20/3, 20/3)，而收益仍是：y1=20/3，y2=10/3，这是公平解与实用解完全重叠，也是该创业合作博弈有且仅有的一个中庸解。

（4）最后考虑非合作预案模式下的创业合作，如表4所示，新的差分均衡点是（a1,b2），即（7,5,12.5），双方分歧大，HLTS是攻方，国家级BI&VC是防方。
表4  非合作预案约束下的样本创业孵化投资合作博弈

	博弈策略


	孵化投资机构的策略C2

	
	a2
	b2

	创业企业的策略C1
	a1
	15，5.0
	7.5，12.5

	
	b1
	12.5，7.5
	5.0，15


对比中庸解，聚点、收益转移、非合作预案的博弈结果见表5所示。双边道德风险下聚点、收益转移、非合作预案三者在收益分配方面的共性是：BI&VC偏好于分歧策略b2，即可能是孵化投资服务上优化u2而偏重防守，也可能是攻击，在创业服务中减小u1。它们的差别是HLTS的决策：一般性谈判博弈中出现分歧的创业行为是提高u1，作出防守，该聚点决策的外部性是BI&VC获取收益峰值20；但是，如果HLTS和BI&VC允许转移收益，则HLTS实施攻击a1，旨在减小v2，或者实施防守b1，旨在优化v1。第三，服务者及被服务者都可用非合作预案，HLTS从攻守兼备和收益导向出发，有且仅有τ1即a1可用，少于收益转移规则下的两类博弈决策，以确保MaxΦ1(F,v)=Max(1/2×(10+u1-u2))，简化为Max(u1-u2)。

其实中庸合作解并不中庸，且合作总收益低于双边道德风险下另外3种均衡（聚点均衡、收益转移及非合作预案模式下的均衡），意味着该合作是低效的。HLTS收益为6.667，优于BI&VC的3.333，根据合作公平的研究，这不能促进创业孵化投资合作共同体的长期稳定发展以及合作绩效优化。收益转移规则和非合作预案模式下的新均衡都优于中庸解和聚点解。但是，收益转移规则下创业企业收益为10，高于非合作预案模式下的7.5，源于HLTS的攻防决策类型更多。由此推论：对于跨组织创业孵化投资服务，入孵HLTS在服务-被服务谈判中非合作决策类型越丰富，其在合作创业的均衡中收益越大，创业合作形势对获取孵化创投服务的HLTS越有利。
表5  样本创业孵化投资合作博弈均衡解对比

	均衡解
	创业企业的收益
	BI&VC的收益

	中庸解
	6.667
	3.333

	聚点均衡1
	0.000
	20.000

	聚点均衡2
	10.000
	0.000

	收益转移下创业合作均衡
	10.000
	10.000

	非合作预案下创业合作均衡
	7.500
	12.500


6.7 实证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分析
基于上文述及的样本企业选取原则，本文之前以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和少量科技骨干为主体进行样本数据的采集，忽视了技术人员在调研对象中的作用，考虑到样本数据效度方面有待提高，也鉴于所得结论的普适性需要进一步加强，以便提升研究成果的应用可能及推广价值，本文进一步扩充了样本调研范围，将样本进行再次扩充到企业技术人员较多参与问卷填写与数据采集的创业企业样本和BI&VC样本，针对各行业技术人员进行了第三次样本数据采集。在原样本数据基础上，增加了问卷157份，得到有效问卷123份，总样本数从413上升为536个。技术人员样本数占总样本数的比例不到1/4（22.9%）。考虑到上文述及的样本企业选取五大原则，避免因技术人员样本数过多引起新的显著偏差，本文认为技术人员的样本占比在20%～30%之间较为科学合理。
从表6可知，样本数据中，信息、计算机和软件业的有效样本没有本研究预想的多，有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是回收的技术人员调查问卷中，连续5个以上相同答案或问卷回答不完整等无效样本多于其他行业；二是被调查者认为虽然自身企业属于信息、计算机和软件业，但实际上是基于特定技术对传统行业的跨界改造或赋能，无法对市场占有率等基于某一行业的绩效指标作出明确回答。相对应的，本次调查统计显示，较为成熟的制造业、保险、银行和证券业由于行业边界清晰，所回收的技术人员的有效样本较多。通过进一步检验，本文的实证结果与之前基本保持一致，研究结论较为稳健，具有较高的普适性。
            表6  新增技术人员样本的描述性统计（N=123）              份
	所处行业
	数量

	制造业
	26

	建筑业
	20

	批发与零售
	19

	交通、仓储和邮政业
	18

	信息、计算机和软件业
	8

	保险、银行和证券业
	22

	其他
	10


7  结论

本文对创业孵化创投合作共同体核心成员间孵化创投服务建立谈判博弈模型，为获得双边道德风险下的各方可行集寻找聚点，设定收益转移规则及非合作预案模式，分析包括中庸解在内的4种均衡，发现本文解决了如下问题：

（1）公平解和实用解的交集，就是HLTS和BI&VC合作的中庸解，但是该均衡不利于HLTS和BI&VC的合作总收益，其总收益低于双边道德风险下另外3种均衡（聚点均衡、收益转移及非合作预案模式下的均衡）；且中庸性谈判对BI&VC略有不利，中庸性合作协议对于创业合作发展而言较难公正，这是该均衡的内在局限。因此，HLTS和BI&VC在跨组织合作中未必要采纳中庸原则，应审慎夺势，或者尽量避免。

（2）允许创业企业或孵化投资机构事先选择非合作预案的情境能确保它们之间的简单服务向三方增加投入、共享资源的创业合作均衡收敛。这种预案制度会迫使三方维系其合作关系，也体现了行为公开决策对双边道德风险的抑制作用，然而，非合作预案相比收益转移不能给创业企业有更多创收，源于HLTS在收益转移规则下攻防决策类型更多。对于跨组织创业孵化投资服务，入孵HLTS在服务-被服务谈判中非合作决策类型越丰富，其在合作创业的均衡中收益越大，创业合作形势对获取孵化创投服务的HLTS越有利。非合作预案模式下HLTS只用一种非合作决策，而收益转移下HLTS或防或攻有两种非合作决策类型，这提高了HLTS在享有孵化投资服务的主动性，扭转了其不利困境，实现了企业间创业孵化投资简单服务系统向孵化投资合作共同体的升级演化。

（3）在BI&VC向HLTS提供服务时，增加收益转移规则的情境最能实现双方服务-被服务关系发展升级为更有黏性的创业合作关系。普通孵化创投服务模式下，双方都对意见分歧时的决策心态保密，肯定不利于敢于冒高风险的HLTS。谈判中若加入收益转移规则，这等同于变相奖励制度，则会大有改观，HLTS与BI&VC都会提前坦露意见分歧时的决策心理，这造就了合作性稳定均衡，HLTS和BI&VC均分最大可转移收益。因此，追求稳定的企业间孵化创投服务并达成创业合作均衡的有效通路，就是HLTS和BI&VC在服务协议中加入收益转移内容，将其实施到位，以共享公平的收益分配环境。收益转移规则开辟了创业孵化投资合作收益管理的新型路径，打破了创业项目各方零和对抗的不利僵局，为服务者-被服务者开创了合作局面，同时还为HLTS和BI&VC创造了更加自由平等的机遇去进入更多、更宽泛的创新创业合作组织中去。

（4）在创业孵化投资环境完善方面，尽管HLTS无法干涉和影响BI&VC的内部制度环境建设，但是，可充分借助公共信息平台披露不同类型BI&VC的制度环境发展状况，让HLTS在入孵前或吸纳风投前就能对BI&VC的运营信息做充分把握，减少HLTS的信息搜寻成本，为“三高”人才扩宽创业合作方的信息供给渠道，引导HLTS正确地、理性地选择合作方。政府机构还可预先通过普查和择优谈判等方式，筛选并及时更新发布当地高水平BI&VC，并与其签立和修订完善政企共建创业生态系统的长期战略性协议，尤其是要特殊考虑入选国家有关高层次人才计划【按规定目前不宜突出宣传“千人计划”】和陕西“百人计划”及各省份的“双创”计划中创业人才长期项目的海归“三高”人才所创立的HLTS，促进他们与制度环境、文化习惯、商业思维差异较大，或社会网络发达、孵化创投资源丰富而创业合作关系治理水平较弱的BI&VC加强交流合作、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中国HLTS以及BI&VC的共同快速稳健成长保驾护航。

本文的不足是只分析一家HLTS和一家BI&VC的谈判博弈。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创业集群、孵化集群和创投集群的合作行为和决策，以及各类异质性创孵集群之间的合作行为和决策，未来应对此进一步完善，剖析谈判博弈下群体间合作关系特性、创业孵化投资网络环境下竞合行为规律及合作创业可能性。本文假设双方有智能，这也是不足的地方。考虑高创业风险和多边道德风险，HLTS需要持续学习和纠错，有限理性其实更逼近本决策问题，分析不同合作规则或模式下创业孵化投资合作共同体的演化稳态均衡，发掘局中人的创业合作行为演化性对收益动态分配的深层机理，将有更可信的研究结论，其现实价值、理论贡献和学术发现可能更值得我们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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